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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场域中的教师责任建构 

——基于文化问责视角的实证研究 

王丽佳 

 

 

【摘要】作为外部问责与教师责任间的中介，文化问责是学校日常运作中自然发展而成

的概念，它近距离地形塑着教师的责任。基于文化问责之构成对上海市某初中的实证研究表

明，学校作为教师实践展开的场域，其中培植的责任概念引领着教师个体从“责任规避”到

自觉承担“拓展的责任”，同时也从群体层面上促成了教育合力的形成。建立正式的校本问

责制，在利益相关者间合理分配责任，培植教师个体的道德责任感，是文化问责情境中促进

教师责任承担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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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塑造全球教育改革议程的核心概念之一
[1]
，“问责”对教育与教师工作的影响正受

到极大重视。从实践层面观之
①
，问责出现于各国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中

 [2]
。理论层面，至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有关问责背景下教师工作的研究，便成为学术讨论中的突出方面
②
。 

然而，观察相关研究，以往多以宏观问责为背景，考察其中的教师工作。有关教师专业

活动的场域——学校，其内部的文化问责
[3]
如何发挥对教师责任建构的切近影响

③
，此类探

究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任何外部的问责只有转化为学校内部有关责任的要求，方可真正促

进教师的责任承担
[4]
。有鉴于此，本文从分析文化问责的萌生、概念及构成入手，透过实证

研究，探析本土特定学校情境中的教师责任建构；最后，将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相关思考。 

 

一、学校：问责教师的“中介” 

 

从文化问责视角对学校场域中教师责任进行的研究，源于人们对过往宏观背景下教师工

作探析所具有的局限之反思。此类研究，或考察问责教师的不同形式基于怎样的目的形成；

或分析宏观问责对教师工作的实际影响，而两种思路均面临着研究上的困境。
[5]
 

对指向于教师的问责之目的的考察，往往会在自主与控制之间形成对立结论。基于问责

目的，研究者考察问责教师的不同形式出于怎样的意图形成。此时，通常会按照主体、对象、

内容、方式、结果等几个维度，区分出官僚问责、表现式问责、市场问责、专业问责等类型

                                                              
① 如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

问责机制”的动议；西方英、美、澳等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亦强调问责制的建构。 
②  如Darling-Hammond, L. Accountability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89, 

91(1), 59-80; Poulson, L. Accountability,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England [J]. Teacher 

Development, 1998, 2(3), 419-432; Day, C., Elliot. B., & Kington, A. Reform, standards and teacher identity: 

challenges of sustaining commitment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 21(5), 563-577; Green, J. 

Educ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ccountability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③  关于“文化问责”的概念，下文将做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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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此基础上，识别出最有利于教师责任履行的方式。此一研究思路，通常会陷入外部控

制与教师自主的争执之中。一方面，研究者提倡专业问责，认为教师具有专业知识、学科教

学能力以及对特定学生的了解，应给予他们更多的专业自主，而非由外部的国家、政策或市

场力量进行过多干预
[7][8]

。另一方面，有论者不断挑战到，专业上的赋权，正在导致教学专

业的权利滥用，国家发展及学生的福利正被专业自利所取代
[9][10]

。 

与分析指向于教师的问责之目的的研究不同，效果角度的研究，探析当前问责系统对教

师工作与专业性的广泛效应，期待达成提升专业人员工作能力的目标
[11]

。一部分研究表明，

在当前强调基于考试的问责背景下，教学上的不负责任行为正在出现。如部分教师为了提升

学生成绩，简单地追求教学的效率，忽视了工作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意涵；同时，也有教师

不惜放弃对“少数差生”的学习关注，以换取整体成绩的提升，功利化与工具化倾向正不断

改变着教师对工作本真价值的坚守
 [12]

。而有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赫尔斯比（Helsby）
[13]

与奥斯本（Osborn）
[14]

的研究便一致表明，在校长的支持及同事良好的合作文化中，一

些教师可以在政策框架内寻找到新的负责空间，并以变通的方式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可见，

有关宏观问责对教师工作的影响，研究上同样未有一致意见。 

对外部问责下教师工作的相关分析，从国家、专业、市场等不同方面，勾勒了现实中影

响教师的宏观力量，有助于从概念上厘清教师专业实践的问责来源，及问责作用于教师的方

式。但是，从以上的回顾中可见，这些研究在教师的赋权与控制、问责下教师责任履行状态

等议题上，均有不同发现。分歧出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问责很大程度上要透过学校这

一中介进入教师的实际工作。这意味着，同样的问责，在学校中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诠释；

同时，学校中有关问责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于外部要求。正是这些校内形成的文化问责概念，

导致了宏观问责情境中教师工作研究不同结论出现的可能。由此，有必要分析在具体的实践

场景中，校内要素如何影响教师对责任对象、内容与落实方式等的建构，以作为宏观教育问

责背景中教师责任研究的补充。 

 

二、教师责任于文化问责中分析：框架与方法 

 

外部问责假定，自上而下的问责形式，可以在不同的学校情境中促成有关责任的同种期

待。但事实上，学校管理者与教师有特定的处境，他们对于自己服务于谁、工作中的期待、

如何进行好的教学等方面，均可能有独特的理解
[15]

。这意味着，所有外在于学校的问责，均

需转化为学校内部有关责任的理解，并最终成为教师个体负责任的行动。教师所执行并遵守

的，是经学校内部自主诠释并形成的问责要求。 

每所学校均有特定的问责在运行，它们可能并非是成文的条款或内容，但却是切实存在

并发挥着作用的。这些学校内部运作的问责，被研究者称为“文化问责”（cultural 

accountability），它从学校的视角考察教育问责，而非从影响学校的外部机制进行分析
[16]

。

埃尔默（Elmore）
[17]

将文化问责解释为，“个体关于他们对什么负责、如何负责的观念，组

织上的共同期待，以及组织成员为自身行动所提供的说明。” 

文化问责具有如下特征：①体现在学校的日常运作之中；②是自然发展出来的，来自于

学校内部围绕教学工作、学习与机构运作形式而进行的人际互动；③学校的参与者是创造与

改变问责概念的能动者；④正规的、外部的问责只是影响内部问责的一个因素。已有实证研

究发现，较强的文化问责往往会提升学校的组织能力
[18]

，学校改进能力也会增强，同时，教

师也更有可能从事好的工作
[19]

。 

具体言之，文化问责对教师责任建构的影响，可以从三个相互交叠的层面上加以分析：

其一，个体责任，即个体工作人员对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的责任感，是教师对自身应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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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内容与负责的方式等所持的理解；其二，共同期待，它展现了教育的不同利益相关者，

如家长、教师、管理者及学生等，在学校与教师工作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一致或相

互支撑的观点；其三，问责，作为旨在推动学校表现提升的规则与激励机制，清晰的校内问

责要求有助于教师及相关方明晰与承担自身的责任，并承担与行动后果相关的责任。
[20]

当问

责要求、不同方的共同期待与个体的责任感三者间存在交轨（alignment）时，教师更容易

厘清工作中的责任目标、内容与履行责任的方式，也更容易建构出清晰的责任内涵并落实责

任（见图 1）。与交轨状态相反，当三种要素彼此相抵牾时，如教师理解的责任内容不同于

学校问责要求或家长及管理者的期待，教师的工作可能进入一种责任混乱或履行责任支持不

足的状态。此时，平衡个体责任、共同期待与问责间的张力，构成了教师责任建构中的重要

议题，妥协的工作（compromised work）或不负责在多重矛盾要求的紧张状态中便可能出现。 

 

 
图 1  文化问责中各要素的互动与交轨

 [21]
 

 

文化问责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学校如何运用问责的地方性概念，以及教育者在具体的学

校情境中如何理解问责与责任。相关讨论，为澄明教育中的问责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为探讨

学校特定场景中教师的专业责任建构提供了研究基础。
[22]

 

本研究基于以上的相关讨论，力图理解本土情境中，校内文化问责如何影响教师的专业

责任建构。质化研究可以描述与理解人们的生活经验
[23]

，注重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想

法，关注当事人的意义建构
[24]

，适合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本研究具体采用质化的单个案研究

方法，以目的性抽样的方式抽取可以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一所初中。该初中位于上海市

某区，它经历了从所在区“名校”到“普遍学校”的衰落历程，选取该学校，有利于本研究

探析学校文化问责概念演变对教师责任的动态影响。教师是研究中的信息提供者

（informants），根据教龄、学科、性别，研究最终选取了 20 位教师。在资料收集中，主要

以访谈为主，并辅以文件收集与观察，作为访谈资料的三角验证。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逐

字转录，并利用 Nvivo 辅助编码。以下报告研究的主要发现。 

 

三、A校“兴衰”历程中的教师责任改变 

 

在谈及责任时，促进学生的学，被教师们列为专业责任的首要方面。正所谓“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教学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别人学得好。”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 A 校教师看来，

却并非易事。 

（一）最初：生源变化引发“责任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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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校原为所在区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部，20 世纪 90 年代末与高中分离，成立独立的初

中。建立之初，A 校曾因优质的生源与教师，以及领先的中考成绩，被誉为所在区的“名校”。

后来，在政府的学校兼并计划下，学校接收了附近两所“破产学校”中的部分学生。由此带

来的生源“差”在挑战教师工作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他们对教学责任的规避。 

在学校工作十年以上的教师，无不对“并校”初期的生源质量下降表现出极度的不满。

用一位教师的话形容，“学生从原来金字塔的最顶层到最下面一层”。并入学校的学生缺少“良

好的学习习惯”，“连基本的行为规范都没有”。这不仅令习惯于教“好学生”的教师们感到

纪律管理上的“束手无策”，以往履行教学责任的自我效能感与成就感也不断消失， 

“以前大家教那种基础很好的，比较自觉的同学呢，就心情首先比较好。第二就是容易

出成绩嘛，有成就感，……满足感嘛！现在嘛，带这种学生，就是一点那种感觉也没有

了！就感觉自己很失败的，怎么教也教不上去，就那种感觉！” 

教学的满足感，以及相信自己能教好所有学生的教学效能感，是教师从事工作的重要意

义源。当教学之于个体的意义不断减弱时，虽然教师们仍将“教好学生”理解为应承担的首

要责任，但个体层面上难免出现一些不负责的教学行为。有教师坦言， 

“不管学生什么（情况），千篇一律的达不到要求就按照罚啊、体罚啊都有的！学生做

错了，就是一直批评、批评，从来不注意表扬他，善于赏识他某一个优点方面，没有的！” 

教学是一种习惯，当教师习惯于教某类学生或使用某些方法时，即使面对新的学生群体，

他们明知旧的方式不再奏效，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指导，同时难以从过往经验中寻到改变的支

持，因而，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变化便成为可能。对于很多教师而言，“要花比想象当中

多的力气，才能够把他（学生）教得稍微懂一点点”的抱怨与无奈，成为他们自认为无法履

行“教好学生”之责任的借口。 

（二）转变：校长对教师共同期待的形塑 

在“并校”后参加的第一次中考中，A 校教学成绩“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吸

引优秀生源能力的下降，在教导主任看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面对学校的衰落与困境，

A 校校长从重定教学目标入手，引入与推广赏识教育理念，逐渐改变着教师对负责对象、负

责内容及负责方式等的理解，并最终促成了教师群体内部共同期待的形成。 

目标重塑。对于一所学校而言，不同的教学目标定位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教师“对什么

负责”的理解。以往作为“名校”时，A 校的教学目标是要保持“全区领先”的考试成绩。

在此目标下，关注“绝对成绩”，透过与其他学校及老师的教学成绩比较，评判个人工作表

现成为主导的趋向。然而，并校之后，这样的横向比较，使教师体验到了巨大的压力，校长

用“挣扎”一词形容教师们的处境。在对困局的不断反思中，A 校校长意识到，学校的教学

目标需转绝对的成绩比较为相对的成绩提升， 

“由于我们处在这个社区的总体（社会经济地位）不是很好，小孩子这样那样的情况很

多。有低智商的，有家庭有严重问题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稳住学生，然后让他学

习，已经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外界只会看一个绝对成绩，……（我们关注）学

生成绩在生源原有基础上的一个进步”。 

在以“进步”为取向的教学目标下，教师工作的责任对象也相应地由“整体成绩”变为

“每位学生”，负责的内容从“成绩”转化为“学生进步”。当然，要促使教师认同并为这一

目标努力，还需要相应的实践引领与制度安排。在 A 校，这主要透过赏识教育的理念及相关

的氛围创设完成。 

理念引领。与教学目标重塑相联，教师需要新的观念对待变化的学生群体。“赏识教育”

的理念被引入。在校长的观念里，面对学生“底子薄”，教师需要“极大的爱心、耐心、韧

劲”，要有“针对”性地，以得当的教育、教学方法，教育不同的学生。而这种改变，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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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能够欣赏到学生的优点”，认识到学生发展的不同，教育、教学即是“从承认学生

的差异开始”。一位化学老师评论到， 

“赏识教育嘛，任何事物（要）两面性的看，一面，课上不行的，他就不行的，不是的！

校长说的，赏识教育，欣赏的眼光去看问题，而不要（只）就是看他学习不行，你不要

一贯制地抨击他！” 

很多教师表示，面对学生的层次差异，起初大家不仅缺少合适的方式方法，而且心态上

也有问题，经常以“硬碰硬”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学生，一方面收不到好的效果，另一方面也

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在赏识的理念下，教师逐渐能够发现并承认学生发展的不同，调整教学

心态，也尝试着去“花时间多关注”与“鼓励”学生，慢慢地，教师们感到赏识“这条路可

以走”。 赏识教育理念的引入，使教师意识到学生成长的差异性，而对学生进步负责的方式，

也是从“欣赏学生的差异开始”，并利用差异，促进学生的发展。  

氛围与共同期待的形成。为了促成教师理念与实践的转化，在教师的回忆中，校长做了

诸多工作。包括正向的宣传与教育，如在政治学习时对优秀教师的个案做共同分析，在会议

上“宣传表扬教师中好的行为”；同时也包括校内非形式化的惩罚，如“指正”教师中出现

的不良行为，与“问题教师”“谈话”。 另外，英语组的教研组长告诉我们，学校每次考试

之后均会进行试卷分析，计算“I 值”，而 I 值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即是本班学生成绩的纵向

对比，用一位数学教师的话表达“成绩进步越大，你的这个奖金就越高了”！ 当然，A 校的

校长及一些教师也提到，所谓的奖金，不同教师的差距并不大。因而，与赏识教育之教学效

果相联的问责机制其实在 A 校中并不明显。但对于教师而言，虽然没有正式的奖惩，当学生

成绩有较大波动时，“领导跟你谈，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在一定意义上促成着他们对赏识理

念的接受。另外，校长也告诉我们，她在学校中重视创设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教

师并不看重钱”，而是看重与学校评价相关的“专业地位”， 

“老师还是知识分子，他一定程度上还是好面子的。如果你从专业上对他作出高评价，

就相当于你对他能力和素质的肯定！如果你从专业上去否定他，那立身之本就没有

了！……所以还是靠精神鼓励比较多！” 

可见，从精神而非正式制度层面上肯定教师在赏识教育中的做法与良好表现之所以有

效，很大程度上与学校整体的文化氛围相关。实践中，那些能够贯彻赏识观念的教师也体验

到了一种成功感，下文对此将会进一步详述。另外，对于这些教师专业表现的赞扬，于无形

中为其他教师带来了一种压力与鼓励，这有利于教师群体层面的积极进取与对理念的阅纳。

在整体向上的氛围中，学校中的领导也注重以个人的教学投入感为普通教师做示范，这也感

染着其他教师。一位数学教师描述到， 

“我们学校那个副校长吧，他也是教数学的，非常认真。因为他本身已经是领导了，然

后呢，带这个班，基本上他都是最晚走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所以有的时候，

也就是看他那么卖力，我们也卖点力嘛，就这种，还是要向他学习一点的！” 

透过学校副校长及其他同事的影响，教师群体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教育的合力。从纠正

学生的学习习惯开始，教师们期待每位学生学有进步，同时也愿意透过共同的努力促进此种

进步， 

“我们都是不做放弃，就是在努力！……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整体，领导的管理也是一

个整体！可能从六、七年级就要把这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要纠正过来，否则到初三那

就等于是低年级的压力全部转嫁到高年级去，这样也不合理！” 

来源自学校领导层的要求，加之教师群体内部的共同责任理解，发挥着对个体教师责任

承担的促动作用。虽然面对的仍然是“较差的生源”，但在很多教师的评价中，正是教师们

的敬业与付出，使学校从并校初期的“落后”上升到当前的全区“中游”水平。 

（三）实践：教师个体自觉承担拓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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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学校从“名校”到“末流”，再逐渐上升为“中游”的兴衰进程时，A 校的教师

感到，个人对工作责任之理解的改变首先源于新的理念确实带来了学生的改变；另外，教师

群体内部共同的期待促使他们在一种向上的氛围中，愿意承担起对学生更多的责任。 

从根本上言之，赏识教育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得到教师的认可与接受，与学生身上发生的

变化密不可分。有 18 年教学经验的刘老师谈到自己认识上的转变时，如此描述到， 

“他（学生）成长当中永远是灰色的，永远是在批评当中，他就对自己没有信心！……

学生是夸出来的嘛！……哪怕是一无是处，他有一点好的，你表扬他，他对自己有信心，

他还是能愿意跟着你学的！” 

是否有利于学生，是决定教师接受或拒绝变化的重要标准之一。教师们接受那些有利于

学生的改变，而拒绝那些对学生不利或影响不明确的观念或方法变革
[25]

。赏识教育的理念，

使教师们发现，透过个人对待学生方式的改变可以带来学生学习信心与意愿的改观，这促进

着教师对理念的欢迎与自愿接受，甚至是对赏识的自觉拓展。而群体层面上对工作的积极负

责与上进状态，也推动着每位教师的认真工作。一位数学教师提到，与其他学校的老师相比，

本校教师在教学的每一步均需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作业批好之后，要进一步监督学生

的订正，同时无偿为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样的氛围，对工作于其中的成员构成了“前进的

压力与动力”。 

在学生改变及教师群体的双重推动力下，A 校受访的每位教师均展现了一种用自己的努

力争取学生进步的意愿，而且这种对学生学习负责的意识，在赏识理念的指引下，也发生了

拓展。在部分教师的理解中，赏识不仅意味着肯定学生，也包含着包容与理解学生。对于一

些学生而言，他们来自特殊的家庭，家庭的复杂给学生的性格或日常表现带来了诸多负面的

影响，如学生的“偏执”，甚至是有时“歇斯底里”的发泄。这些学生，需要更多的关心， 

“想办法去理解，同时想办法能让他感受到你是在包容他，同时呢，他能感受到你跟他

之间的一种情感的维系。那么他会因为尊重你，或者因为喜欢你，而渐渐地能够尝试去

调整自己。” 

除了与家庭情况特殊的学生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弥补家长的关心不足外，教师们表示，

这部分学生的家长或者不重视教育，或者无力与学校合作共同教育学生。面对这种情况虽然

“很头痛”，但教师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帮助这些学生的学习，有时虽然“教育的

是学生，其实很多情况下，也要带着教育家长”，一位教师如是说到。 

从最初的责任规避，到自觉的承担家庭转嫁的责任，此种转变，其中既有源自学校、特

别是校长的要求所发挥的非正式问责作用；也有教师群体内部共同期待从工作氛围层面上形

成的激励；更有教师个体层面上对责任的内化与履行。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改变构成了教

师责任建构改变的“催化剂”。正因为教师们发现赏识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使学生获得信心，

能够最终转化为学生自觉发展的动力，教师才更积极地承担起曾经被放弃与推诿的责任，并

正视现实，把关心“差生”学习甚至是情感视作自己的责任，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落实责

任。另外，校内共同期待的形成，以及学校中“优秀分子”的榜样作用，也为教师的责任建

构提供了努力与改进的方向。 

 

四、讨论与启示 

 

对 A 校的实证研究表明，教师的专业责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校具体背景中的产物。

A 校最初的生源改变，不仅影响着教师承担促进学生学习的责任意愿，也冲击着教师教学责

任履行的自我效能感。教师们从最初的责任规避，到转变后的自觉承担拓展的责任，源于校

长要求、教师群体内部共同期待及个体责任三个层面的作用。就校长要求的影响而言，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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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充当着问责的角色，从责任对象、责任内容、履行责任方式等方面，使教师从原初的

“对成绩负责”转变为“对每位学生的学业进步”负责；就此种问责的作用机制而言，虽然

并未有明确的奖惩规定，但鉴于问责内容源自校长，因而也使要求具有了一定的权威内核。

教师群体内部的共同期待，促成了学校内部对每位学生负责的氛围之形成，并激发了学校内

部的教育合力。教师个体理解的责任，既受问责与共同期待的形塑，同时更是基于学生学习

与发展的实际改观逐渐“生成”的。 

当然，从促进教师责任承担的角度言之，A 校的文化问责尚末达成交轨状态。这尤其体

现在共同期待层面。当前，只是在教师群体内部形成了促进学生进步的一致愿望，源于家长

的期待与支持并未形成或发挥作用。同时，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教育管理层或政府，在并校

动议导致学校“衰落”的情况下，也未提供与“并校”要求相应的帮助。这导致的一个结果

便是“共享的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
[26]

缺失，以及在此情况下学校与教师的“过

度问责”（accountability overload）
[27]

。 

另外，校内问责基于校长要求存在，并未有较为正式或一致的制度安排。清晰的校内问

责结构，加之与无法满足期待相联的结果，不仅可以使教师明晰责任的内涵与履行责任的方

式，同时也有助于形塑教师的行为
[28]

。值得注意的是，校内正式问责的形成，需要是校本化

的、切实可行的，否则不仅难以促成教师的责任承担，反而容易造成教师的不负责行为。 

最后，培植教师个体的道德责任感，是问责背景下更核心的议题。从根本上言之，责任

的范围大于问责，它是更基本的概念，问责需要个体的负责。责任可能独立于问责而存在，

以教师工作为例，在一系列的服从要求之外，教师的工作可能是超出了问责范围的。就此而

言，责任是不能被完全规定的
[29]

。因而，促进教师个体道德责任感的形成，也许是问责背景

下教师责任建构的最终诉求与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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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Field of School: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ccountability 

WANG Lij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accountability, as a mediation of external accountability and teache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grows out of the daily practice of school work and shapes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in direct ways. Inform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ccountability,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secondary school in Shanghai, this paper found school had its own 

understandings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is local concept has changed teachers’ “escape from 

responsibility” to autonomous assumption of “broadened responsibility”.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has also nurtured the collective expectation within teacher group. To encourage teachers’ 

fulfillments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school fiel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formal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share responsibilities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cultivate teachers’ 

sense of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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